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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因果具有复杂性，而历史社会学的宗旨又是从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抽象出一
般性的社会机理和发展规律。在以变量回归为主导的结构性分析中，历史分析简约为在历史的
条件和结果之间勾连出一条线性因果链，而忽略了历史行动者的身份主体性和行动策略性。据
此，基于历史具体情境的文化分析视角，不仅要关注历史的动力因，也要重视历史的构成因，研究
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是如何透过一系列文化图示去诠释历史的图层，继而推动历史演进出期然
或非期然的结果。这一视角既能处理非稳定文化时期的历史关键事件，也能穿透日常生活中的
微小实践，从而重现历史迭变的动态过程和情境现场。当以“情境—文化”作为历史社会学的分
析工具时，要重视叙事观念、话语、策略的中国情境，构建出一套蕴含丰富本土性的学科知识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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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缘起
　 　 “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①。在赖特·米尔斯（Ｃ． 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经典的社
会学想象力论述中，历史视角被注入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中，成为我们洞悉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重要工
具。历史想象力之所以如此重要，并不仅仅只是给社会学研究添加进一段“历史背景的勾勒”抑或
是“给出历史角度的说明”②，而是需要提供历史趋势之所以如此发展和运转的一套动力解释，并据
此追问：“这些趋势赖以发生的机制是什么？这个社会的结构赖以发生变迁的机制是什么？”③

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和事件的研究，研究者不仅应当说明其原先如何、现
在怎样，还要对何以如此、未来怎样有所交代。社会学研究一旦缺乏历史视野，则不免滑入宏大理
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的深渊。当代社会学研究者亟需将历史维度带回研究中，以重塑社会学的想象
力④。就此而言，历史社会学并非仅是社会学的一门交叉性的分支领域，而是一种具有总体性和本
源性的研究趋向、一种社会学的总体视域和理论眼光。而研究者如何使用这一“理论之眼”，则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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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有的研究视角密不可分。
一个标准化的研究视角是探求一个具体事物或事件中的因果联系。解释因果联系是寻找社会

机制的前提条件，但发现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本身有着种种困难，因为历史的演化常常是由多线复
合所构成，有着多重原因。因此，为了方便分析，学者们会采用类实验的比较方法，将复杂的历史过
程简约化为无关时间的结构性变化，并从中找寻相同或相异的历史先决条件，再从这一先决条件推
演出产生历史结果的因果性。

然而当我们认为由Ｘ到Ｙ是一种结构性的因果关系时，也就意味着其他可能性不会出现，相应
也就会忽视历史转型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和关键性节点上的历史偶合。反过来，对“其他可能性”的
分析，也能够佐证或证伪前一个因果论的论断，能够帮助发现历史演化内在的动力机制。

那什么是“其他可能性”？又如何探寻这种“其他可能性”？据此，本文提出在历史情境（ｃｏｎ-
ｔｅｘｔ）基础上的文化分析路径，强调历史社会学不应该仅仅只是结构性的变量回归，在变量与变量之
间机械地去推导线性因果，而是要进入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之中，研究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是如何透
过一系列文化符码和意象去诠释历史的现场、重构历史的图层，继而推动历史演进出期然或非期然
的结果。换言之，要理解历史，就需理解历史中的个人，同时理解历史中的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从
而在历史文化构成因中探寻历史变革的内在机制。
　 　 二、历史因果的复杂性
　 　 １９６０年代，以巴林顿·摩尔（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Ｍｏｏｒｅ）为代表的学者在剖析现代性的形成时，提出要返
回历史的大视野（ａ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然而这一历史路径的关切在当时依旧保留着浓郁的
帕森斯功能主义流派的印记，而忽略行动者主观行为和动机、文化制度这些重要因素。在其著作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中，摩尔开篇即指出：“本书
旨在对土地贵族和农民在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政治作用进行解
释。更具体地说，本书试图找出一系列的历史条件，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农村两大群
体中的一方或双方才能够演变成极其重要的力量，从而推动了不同形式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出现。”①

从摩尔这一段对研究宗旨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结构式分析取向：“历史条件”成
为重要的起始点，土地贵族（Ｌ）和农民（Ｐ）两个阶级作为重要自变量，这两个变量之间不同类型的
交互决定了历史发展的结果，也即决定了现代性的三种不同发展路径。具体而言，在农业商品化的
过程中，如果土地贵族（Ｌ）和城市上层居民（资产阶级）组成联盟共同反对王权，同时农民（Ｐ）能够
积极响应并融入农业商品化的进程，则农民会离开土地转变成小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工商业领导
者逐渐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从而支撑起现代议会民主制的社会形态；如果土地贵族（Ｌ）依旧强势，
同时又与其他阶级结盟形成镇压农民的力量，而农民也不响应甚至抵制农业商品化，那么在进入现
代社会的进程中，自给自足的小农仍然会构成社会的基础性阶级力量，从而导致出现的社会形态。

摩尔对案例的深度研究，及其他指出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是多样的论点，为历史社会学开
辟出崭新的研究范式②。但不可否认的是，摩尔并没有思考行动者自身的行动策略从何而来，我们
也无法知晓历史变革中的农民，是否真的如摩尔所言，“既是推动革命的机器也是革命的代表，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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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机器横冲直撞所向披靡之时开始逐步扮演起一个有影响力的重要历史角色”①。我们需要进
一步追问的是，当时的基本民情是什么？农民是否真的理解自己正在经历农业商品化的浪潮，是否
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即将成为“自由土地上的自由人”，可以自主决定命运，主动选择转型为产业工
人，抑或继续和土地紧紧绑定，为了一个终极的信仰与目标而义无反顾地加入神圣的革命运动之
中？甚至，什么是农业商品化，都是一个值得再次推敲的概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本质上是序列性的，可以采用线性的结构性分析，
但因果要素却是复杂的，不仅包括因果条件，也包含着历史行动者的策略性行动、重大的偶然事件、
历史场景的文化图示等。一方面，不同的因果关系可以相互交织，早期的结果可能成为之后的原
因，从而无法使一个因果链独立于其他；另一方面，多个原因都同时可导致一个结果，去掉一个原因
并不一定影响结果，反之，单个的偶然事件也可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作
用，进而激化历史展开。

历史因果的复杂性促使学者重新对结构性的动力因进行反思，我们会发现，在社会生活中，绝
大部分原因既不是充分也非必要的，而是“ＩＮＵ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ＵＳ条件）”②，也就是“单个因果条件往
往都是结果的一个充分而非必要的因果组合里的不充分但也不多余的一个组成部分”③。例如Ａ
可以由一组原因要素Ｂ１引发，也可以由另一组原因要素Ｂ２引发。Ｂ１又必须由Ｃ１、Ｃ２、Ｃ３组成。
这样Ｃ１就是Ａ的因果组合（Ｂ１）里的一个不充分但必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ＩＮＵＳ条件来说，原因和偶合性的边界是模糊的，而历史社会学的大部分原因都是ＩＮＵＳ条
件。如果只关注动力因，忽视构成因（原因既是结果的动力，也是结果的构成），把历史社会学当作
变量回归，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因此，必须在历史分析中引入时间和过程，看到行动者的能动性，厘
清行动者之所以做出如此行动而非其他选择的内在意涵。也即是，在历史因果链的分析中，不能忘
记文化图示所建构的历史情境，以及行动者在这一特定情境中对自己主观选择的行为所作的合理
化诠释。
　 　 三、作为意义制造的文化
　 　 诗人艾略特（Ｔ． Ｓ． Ｅｌｉｏｔ）曾经将文化视作“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
早到夜晚，甚至在睡梦之中”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文化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惯
习。作为人类社会最质朴的、也是最不可替代的组成，文化看上去直观、具体、琐碎，但又极易被忽
视、被遮蔽。文化研究学者安·斯威德勒（Ａｎｎ Ｓｗｉｄｌｅｒ）在其１９８６年发表的经典论文《行动中的文
化》（“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中指出，文化在形塑行为中的核心要义，在于意义的制造（ｍｅａｎｉｎｇ － ｍａｋ-
ｉｎｇ）。文化本身是由意义的符号象征载体所组成，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剧场艺术、节日庆典以及
非正式的习俗惯例等，而这些符号意象都促使“共同体内共享行动模式和观点的社会过程成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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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①。正是因为文化围绕着意义所展开，因此需要去考察意义的生成机制，意义如何指导人们的日
常行为，又如何影响人们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念，并且最终与社会世界之间构筑起或紧密或松散的关
联。正如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家温迪·格里斯沃尔德（Ｗｅｎｄｙ Ｇｒｉｓｗｏｌｄ）所宣称的，“（文化）寻找的
是社会意义。在我们的文化菱形中，意义连接起了文化客体和社会世界”②。

作为意义制造的文化，一方面会通过构筑一个包含惯习、技能风格的剧目库（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或工具
箱（ｔｏｏｌ ｋｉｔ）来引导人们的日常行为，形塑人们的“行动策略”（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③。在韦伯式的传
统分析框架中，人们深信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和价值信念，并且应该在其指引下，通过行动去实践这
一套终极价值。正如韦伯所言，“直接支配人的行为的并非理念，而是物质型利益和理念型利益。
不过，由观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景，常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行为沿着哪条利益驱动的轨道发生”④。
换言之，人们的行动是由观念价值所决定的，因此是“被动”的行动。

但在文化工具箱的分析框架中，人们的行为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在一个由充满各色符像、
编码、观念、价值、话语、仪式、世界观、意识形态的工具包内，根据历史情境的需要，有选择地去调用
合适的工具，从而合理化自身的行为，并展示出行为背后的文化意涵。按照“文化工具箱”这一思
路，人们的行动不再是被“扳道工”一样的观念任意改变，行动者可以适时根据历史现场具体的情况
主动选择不同的工具建构他们的行动路线。特别是在非稳定文化时期（ｕｎｓｅｔｔｌ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现
场的图景是波动异变的，常常充满着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人们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去调整自己的行
动策略，而非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终极价值立场上坚持他们所认定的目标，同时改变构建他们实现目
标的行动链条。简言之，行动者在历史情境中对于意义的阐释，是拥有主动权的。

例如，查尔斯·蒂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在研究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明确指出，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是人
们主观意愿上追求自由解放而推动的一个历史必然结果，而是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特定利益的过程
里，在诸多集体行动和反制行动（例如抵抗与反制、革命与反革命）的互动中外溢出的非期然结果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行动导向所产生的这种外溢效应（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反而给历史带来了很
多不经意的延展路径⑤。并且，正是因为文化为行动者提供了构建行动路线的工具，人们最终会达
到与其文化能力相符的特定的价值目标。

作为意义制造的文化，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文化为人们的行动提供了一套具有“意义框架”的象
征系统和认知模式，不仅塑造人的行为，也塑造人们与社会的结构性关联，因此是一种拥有自主性
的“独立变量”。这种对文化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强调，被文化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Ｊｅｆｆｒｅｙ Ａｌ-
ｅｘａｎｄｅｒ）定义为“强文化范式（ｓｔｒｏ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在亚历山大看来，强文化范式强调意义的内生性，
文化不再是依附于社会结构的附属变量，而是可以通过意义符码塑造社会以及人们对于社会图景
的理解，也因此，行动者不会按照自己所身处的结构性位置进行工具性行动，而会对于行动所镶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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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境要素进行反思性行动①。对于强文化范式，一个更加直观的表达则是“文化是母亲，制度是母
亲的孩子”②。

例如，亚历山大在《社会生活的意义》（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一书中列举了犹太人在二战期
间的种族劫难，是如何从一个代表民族暴力和战争的特定事件，转变为一个代表着全人类苦难和精
神创伤的普遍性事件，并成为人类道德堕落的象征性符号。其中，纳粹作为绝对恶的表征，不断地
在文化叙事中被编码为给人类现代历史划出了一道精神创伤，这一精神创伤是如此黑暗且具有威
胁性，以至于所有那些没有亲历过当年真实事件的人，也可以在文化符码的表征意义下，感受到悲
愤般的巨大共鸣，并生发出集体的记忆。

与强文化范式相对应的，则是弱文化范式（ｗｅａ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弱文化范式认为文化作为一种非独
立变量，是依附于社会结构的附属品，受到地理环境、政治变迁和社会事件等外生性因素的影响，因
此只拥有相对的自主性。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不再通过象征系统为人们的行为提供
解释和引导，而更多作为结构性力量的配角出现，意义也被社会结构转化为被支配、被驱使的从属
品，“从哪方面看，文化都只是结构的不起眼的配角”③。

在强文化范式的框架下，要真正理解历史迭变的原因，就需要以微观解剖的视角洞察在具体的
历史情境中，行动者对于历史变革的信号是如何感知、如何阐释的，他们为什么会参与其中，并成为
历史场景中的一部分。在此，钱力成提出了“文化作为构成”（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的解释模式，
即将“文化作为构成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本身就需要
通过文化的意义来实现”④，而非仅仅将文化当成社会结构之外的又一个解释变量。比如，要理解法
国大革命之所以爆发，就要理解参与到革命进程中的行动者，他们是如何理解革命的，他们是否认
为自己的参与是在推动历史的进步，抑或仅仅只是基于社区网络连接的自发性动员，甚或是偶然迸
发的情感冲动；他们所吟唱的歌曲、所阅读的书本、所传看的画册、所穿戴的衣服和帽子，是革命立
场的象征性表达，还只是个人趣向的主观偏好？

这里一个可以对照的例子，是西达·斯考切波（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在其《国家与社会革命》（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一书中搭建出的革命之所以会爆发的结构性分析框架，小威廉·休厄尔（Ｗｉｌ-
ｌｉａｍ Ｓｅｗｅｌｌ）对此提出批评，某一社会的国家与阶级结构之所以可以发生迅速而根本的改造，不仅仅
是来自于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叠加，“同时”也要看到意识形态在其间扮演的重要作用⑤。“同时”
的意思也即是，要将意识形态纳入分析革命爆发的模型中，成为结构性解释要素之外的又一个新的
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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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历史事件的“情境—文化”分析
　 　 由此可见，在剖析历史发展的动因时，首先需要把深嵌历史情境中的行动者作为主要分析对
象，他们的情感互动、话语叙事、显性或隐性的意义表达，并不会呈现为整体性、规律性的统一节奏，
而是复杂的、流变的，是一种碎片式的呈现。与之相联动的，则是行动者的身份认同。在充满张力
和变动的历史隧道中，人们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行动总会偏离那些社会结构中的预设位置对于自
己的限定与束缚，而一旦跨出身份边界，在跨界互动中身份就会不断得到转化，并激发出新的行动
火花。这些行动火花进而会成为点燃下一起历史事件的前奏曲，激荡起更多的涟漪，在文化意象层
面更进一步推动历史事件的规模性扩展。因此，只有理解嵌入历史场景中的人们为何以及如何对
社会结构和文化图示的运作方式作出诠释，才能更好地解释历史现象。

要追踪历史跌宕起伏的变革性过程，而非只是在历史的条件和历史的结果之间拼贴出一条简
单的线性因果链条，将历史分析简约化为探寻两个关联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这一点上，笔者曾经
提出对于历史图景要进行过程—事件分析，亦即强调关注“事件的时间性、事件的濡染和扩撒效应、
历史情境的风险和模糊性，以及行动者的回应性选择和互动①。”这一研究取向旨在在休厄尔的事件
社会学（ｅｖｅｎｔｆｕ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基础上②，完成对“事件”充分的理论化，即构造偶然性事件如何改变结
构、形塑历史的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历史事件的叙事和构造本身，强调一些偶然性的、断裂性的、
转折性的事件如何对历史构成产生重大的结果和影响。

但需要注意的，过程事件分析路径的这种预设，极大地增加了历史情境中的偶变性（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
ｃｙ）。尽管我们还可以把行动者的关键选择和偶然事件的发生放入事件序列中，作为之后其他事件
的原因，形成一种包含因果关系的论述，但却会忽视那些微不足道的日常实践聚合在一起时，对于
历史的推动和改变。换言之，当我们只分析那些历史上稀少、罕见的关键时刻时，会一不小心掉入
偶合性还是因果性、宏观结构因素还是行动者的选择的陷阱之中。

对此，孙立平和应星等人提出，要在过程—事件分析中将“事件化”作为方法，通过事件展示社
会运行的机制及结构生成的逻辑；将分析的焦点放在日常生活之中凸显出来的“事儿”，透过它来发
现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在起作用的，但没出“事儿”的时候隐秘起来的机制，从而释放出社会存在的多
种可能性③。关注历史中的日常时间、日常事件所生发出的聚集性效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生
长的价值观念（而非外在制度所扶持的价值观念），以及人们对于日常的意义探寻，应当成为历史社
会学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五、结语
　 　 历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历史事件背后抽离出一般性的规律和社会机理。在此意义
上，无论是从变量思维出发的结构式分析，抑或是从文化思维出发的“情境—文化”分析，都是以这
一目标为研究终旨。在基于历史情境的文化分析中，分析者会强调从行动者自我本位的意识形态、
互动过程以及社会网络视角加以理解，从而超越历史本身的抽象进程，激活并重现跌宕起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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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和情境现场。
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既然需要结合具象的历史情境来探寻行动参与者的主观诠释和文化表达，

那么又该如何对这两个维度进行实证研究呢？毕竟历史现场的亲历者都已经从历史中消逝。对
此，笔者认为，需要更多发现和使用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无论是对那些关键时刻还是日常事件、精英
人物还是普通参与者，都进行抽丝剥茧般的调查，而非对二手文献进行再解读。尽管包括摩尔和斯
考切波在内的早期历史社会学学者，都是基于二手文献的归纳和分析撰写出经典的传世著作，但伴
随着历史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新一批的学者在研究中会更多地引用一手文献和档案资料①。只有深
入历史的琐碎细节，方才能拨开历史的迷雾。

最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学科、学术和话语这三大体系的构建中，重
视历史维度的观照已经成为学者们的普遍共识。正如应星所提出的，透过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可以
更好地理解中国在中国式现代化转向过程中的漫长性、艰难性和复杂性：“我们只有重新激活社会
学的历史视角，对传统中国有更充分的理解，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转折点有更明晰的分析，对
现代早期的巨变方向有更深入的认识，才可能在对理性化和现代化的一般性理解及比较历史分析
的基础上，对中国式现代化有更真切的体会②。”

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
结果。”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④。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
向未来。构建中国特色的历史社会学，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值得关注，文化的本土要义和内涵也应成
为历史社会学本土化的关键向度。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也即是我们要对文化的主体性有
自知之明，“在中国文化中，文化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具有的历史性，又紧密地与文化的社会性相联
系”⑤。这提醒我们，当以“情境－文化”作为历史社会学的分析工具时，要重视叙事、观念、话语、策
略的中国情境，构建出一套蕴含丰富本土性的学科知识体系。

本文中，我们透过不同理论视角的反思，并在反思中提炼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与实践，从而展现
出历史社会学的独特魅力与诸种可能性。对历史行动者的关注、对不同历史情境的区分、对文化意
涵的理解、对一手文献资料的重视，这些都是在历史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中需要汲
取和拓展的重要维度。观照知识的普遍性，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性，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发
展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

（责任编校：王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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